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中)

秦　　　晖

“拜占廷现象”与“反宗法的非公民社会”

文化类型学的研究者往往把家族本位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以之与西方的“个人

本位文化”相比较 ,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家族兴盛和西方个性解放的背景下或许不无道理 。然

而搬用到历史上却远非都是适宜的 。我们且不说欧洲中世纪 ,那时宗族血亲关系与封主 —封

臣间的政治依附关系构成互为表里的两种基本人际纽带 ,而且前者的重要性达到如此程度 ,以

致“除了由血缘纽带联结的人际关系外 ,不存在真正的朋友关系”(Block , 1962 ,V.Ⅱ , 124);那

时西欧的宗族械斗 、宗族仇杀 、经济上的宗族公产及宗族对个人产权的干预与限制 、族权对宗

族成员的束缚与庇护 ,乃至数代同堂共炊合食的大家庭之常见 ,都很难说亚于古代中国 。① 尽

管非血缘性的村社 、教区与封主—封臣依附纽带更多地被今人提到 ,但这些非血缘纽带在社会

关系中对血缘共同体的优势是否比中国的专制国家统辖“编户齐民”的能力在社会关系中对宗

族纽带的优势更大 ,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正因为如此 ,当代许多欧洲学者都把中世纪欧洲向近

代欧洲的演变 ,称为“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f rom Lineage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 , James ,

1974 ,177-198)。就像我们形容中国“传统社会”的所谓“西化”一样。其实在笔者看来 ,如果

不是把眼光局限在人类学家喜欢用作“文化标本”的若干村庄(往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近代村

庄)而是从大的时空角度看 ,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决不比中古欧洲更有资格叫做 Lin-

eage Society 的 。

如今的人们讲“西方传统”往往跳过中世纪而直接从希腊罗马寻找西方之“根” 。“罗马法

中的个人主义”与“罗马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成为最常被提到的因素 ,可是人们却常常忽视

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那种似乎与近代西方公民社会最接轨的“罗马法”其实是在拜占廷时代才

最后定形的 。而在此之前 ,古罗马的大部分历史中都以极为发达的父权制大家族闻名 。我们

曾提到秦时(西汉其实也如此)宗族关系极度淡漠的情况 ,而就在与秦汉大致同时 ,从共和国到

帝制罗马的前 、中期 ,罗马法都把父权与夫权置于重要地位 。那时罗马私法规定的各种民事权

利大都只对父家长而言 ,包括最重要的“物权”(财产权)在内 。罗马社会极重家族神 、家族祭祀

与家族谱系 ,所谓公民权那时实际上就是“有公民资格的父家长权” ,甚至连公民中最底层的

“无产者”也不例外———“无产者”即古拉丁语 proletarius ,原义即“只有家族” ,谓除此而外别无

所有也。罗马氏族组织与氏族长老(即所谓贵族)在共和时代的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到帝

国时代虽然氏族关系已淡化 ,但涵盖数代人的家族组织仍是很重要的 。与承认父子异财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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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布格克的说法 , 11世纪巴伐利亚农村的家庭规模常达到 50人 ,而 15世纪的诺曼底甚至达到 66人(Bloch , 1962 ,
Vol.Ⅰ , 139)。注意这里讲的是农民而非贵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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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产的秦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马法直到帝制时代一直认为家长对子弟的权利等值于奴隶

主对奴隶的权利 ,并把子女与奴隶及其他家资一样视为家长的财产。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

罗马形成了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上最发达的古典公民社会。如所周知 ,近代公民社会的许多权

利规范都是从它起源的。

只是到帝国晚期 ,罗马父权与家长制家族的法律地位才趋于崩溃。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

家庭与婚姻法改革使无夫权婚姻基本取代了有夫权婚姻 ,并使家属逐渐摆脱家长的控制而取

得自权人的地位(Gruhbos ,1995)。民法权利 ,包括财产权的主体也渐从家长泛及于每一自由

人个体。到了拜占廷时代 ,宗族纽带已经解体到这种程度 ,甚至连包含家族名称的拉丁式姓名

也已被废弃 ,而在 8世纪前后为不含家族名的希腊式姓名逐渐取代了(Treadgold , 1997 ,394-

395)。无怪乎经查士丁尼整理后的“罗马法”“现代化”到了如此程度 ,以致如马克思所说:个人

本位的近代市民社会甚至用不着怎么修改便可把它作为“经典性的法律”来使用 。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 ,这种宗族共同体的解体与家(族)长权的崩溃在拜占廷并没有导致公

民权利的发展。相反 ,拜占廷社会走上了“东方化”的老大帝国之路 ,在政教(东正教)合一的专

制极权之下 ,使罗马公民社会的古典基础完全消解了。这便引起了当代罗马法史研究中的有

趣的讨论:有人认为:“罗马严格的个人主义在后古典时代(帝国晚期及拜占廷时代)屈服于一

种更偏重社会利益的评价 ,并在这方面出现了许多对所有权的限制。”有人却指出:后古典法与

查士丁尼法“可能恰恰表现为一种对个人主义的确认” 。类似地 ,有人认为对家属的宽待等等

体现了“新时代的基督教人道精神” ,有人却发现在拜占廷化过程中随着公民身份含义的蜕变 ,

“人格的意义在降低”(格罗索 ,1994 ,435)。其实 ,这里的关键在于拜占廷的宗族小共同体纽带

与家长权并不是(如近代那样)由公民契约纽带与公民个人权利来冲垮的 ,而是由从戴克里先

到查士丁尼的专制国家大共同体桎梏与东方式皇权来摧毁的。消除了“宗法性”的拜占廷式罗

马法尽管在技术上(成文法的形式结构上)“先进”得很 ,以至近代法律几乎可以照搬 ,然而拜占

廷的立法精神却比古典罗马距离近代法治更为遥远 ,正如牛津大学拜占廷学大师奥勃连斯基

所云:近代法治的基础是公民权利本位 ,而拜占廷法的基础是“广泛的国家保护” ;近代法治的

本质是法的统治(the rules of Law),而拜占廷法的本质则是“君主本人根据他颁布之法律进行

统治”(ruled by a sovereign himself subject to the law s he has Promulgated ,Obo rensky ,1971 ,317

-320)。这样的“反宗法”与其说是提高了家属的人格 ,不如说是压低了家长的人格 ,与其说是

使家属成为了公民 ,不如说是使家长从公民沦为了臣民 。无疑 ,那种全能的 、至上的 、不容任何

自发组织形式存在的“大共同体”对公民个性的压抑 ,比“小共同体”更为严重。在罗马时代 ,真

正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只是少数人(自由公民中的父家长),但至少对这一部分人而言他们的

个人权利 、人格尊严与行为能力是受到尊重的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通过契约整合而产生自治的

公民社区和更大的公民社会。而拜占廷帝国那全能的“大共同体”则“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

公民权利 ,它不仅抑制了“小共同体”的发展 ,更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 。

无怪乎在罗马法一度湮灭的西部“蛮族国家”后来会发生“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演进

(并且在这一演进中产生了以公民权利的“复兴”为基础的“罗马法复兴”),而在专制皇权下发

展了如此完善的“民法大全”的拜占廷反而走上了老大帝国的不归路 !

华夏文明与罗马文明在“文化”上差异极大 ,但在大共同体本位的趋势下发展出一种“反宗

法的臣民(非公民)社会” ,却是秦汉与拜占廷都有类似之处的。与拜占廷民法的非宗法化或

“伪现代化”相似 ,秦汉以来中国臣民的“伪个人主义化”也十突突出。尽管近年来的人类学 、社

49



会学家十分注意从社区民俗符号与民间仪式的象征系统中发现村落 、家族的凝聚力 ,但在比较

的尺度上我十分怀疑传统中国人对无论血缘还是地缘的小群体认同力度。且不说以血缘共同

体而论秦汉法家传统下的“五口之家”不会比罗马父权制大家族更富于家族主义 ,以地缘共同

体而论近代中国小农不会比俄国米尔成员更富于村社意识 ,就是在无论村社还是宗族都远谈

不上发达的前近代英国 ,那里的“小共同体意识”也是我们往往难于理解的 。从中学到大学 ,英

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往往都被我们的教师讲解为 ,也被学生理解为“跑马占圈”式的恶霸行

径。及至知道那其实是突破当时的村社习惯而实行“自由”择佃(赶走原来的佃户而把土地租

给能出更高租金的外来牧羊业者),则往往会大惑不解:这算什么事 ?咱中国自古不就如此的

吗? 不仅把土地出租给外村人 ,就是卖给了外村了 ,在传统中国农村不也司空见惯么 ?何以英

国“地主”只是把土地租给(还不是卖给)外村人便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 而自古以来就

如此“开通”的中国人怎么就始终弄不出个“资本主义”呢? 我们在唐诗中就可以读到诸如“客

行野田间 ,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 ,尽去作商贾”(姚合:《庄居野行》)这样的情景 ,除了官府经

常搞“检籍” 、“比户”这类户口控制外 ,社区几乎是不管的。而在许多前近代的欧洲国家 ,即使

是非农奴的“自由农村” ,小共同体的控制力也很强 ,不要说“尽去作商贾” ,就是搬到村外去盖

个房子也要突破村社习惯的阻碍。像俄罗斯一直到十月革命时 ,自由散居的“独立农户”仍然

是一种阻力重重的新生事物(金雁 、卞悟 ,1996)。

无疑 ,与其他前近代文明相比 ,中国人(中国“小农”)对社区(而不是对国家)而言的“自由”

是极为可观的。然而中国人(中国“编氓”)对国家(不是对社区)的隶属就更为可观。如今在社

会学界有人引西人之论 ,说中国也如西欧一样“民族国家”只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 ,而在经济

史界又有论者把中国传统经济研究分为三派:笔者被列为“权力经济”论者 ,美国学者赵冈等被

列为“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论者 ,而国内经济史界的主流则被列为似乎是居于二者之间的“封

建地主经济”论 ———这种经济似乎既没有赵冈等人说的那么自由 ,又没有笔者说的那么带有强

权性质 。然而实际上 ,该论者所说的那两种“极端”之论是可以统一的 ,而且都比那种主流的

“中庸”之论近于事实 。就小共同体范围而言 ,中国的“小农”的确比外国的村社社员“自由” 。

哪个村社能允许传统中国这样的自由租佃 、自由经商? 而就大共同体尺度看 ,中国的“编氓”又

的确比外国的“前国家”居民更受制于强权。哪个“前国家”能像传统中国那样逼得国民一次次

走投无路而形成周期性的社会爆炸 ?但说起来 ,大共同体本位的趋势并非中国传统独有 。古

罗马向拜占廷的发展亦然 ,就家(族)内而言拜占廷的家(族)成员比古典罗马更“自由” ,就国民

而言拜占廷臣民却比罗马公民更受奴役 ,只不过这一趋势在古代中国要更突出得多了。

里—社—单合一:传统帝国乡村控制的一个制度性案例

中华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怎样的 ?应当说这是个前沿性的探索领域 。两千年来这

种组织的沿革一本书都未必能说清 ,不过可以肯定它决不像那些“伦理自治” 、“宗族本位” 、“古

代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之类说法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以汉代的里—社 —单体制作为一

个制度性案例略作剖析。

汉代的农村最基层组织 ,过去人们提得较多的是正史中乡 —亭 —里体系中的“里”制 。近

年来人们根据出土资料与文献对勘 ,又对与“里”平行的“社” 、“单”之制有了较多的认识。尤其

是俞伟超先生以汉印 、封泥 、碑碣结合文献作出的单( 、弹)制考证(俞伟超 ,1998)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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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广泛关注 。俞先生认为单( 、弹)是“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组织” ,而台湾学者杜正胜先

生则称之为“农作协助团体” ,是“各种不同性质的结社”(杜正胜 ,1990)。按俞说之“农村公社”

概念系来自马克思理论 ,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说法 ,它与

当今国际史学界主流多把米尔 、马尔克之类村社组织看作乡土自发的小共同体而区别于国家

基层组织的观念不同 ,而按后一观念 , “单”是基层组织 ,不能算村社的 。①

据现有资料 ,里 、社 、单都是同级同范围并往往同名的基层设置 ,常常并称为“里社” 、“社

弹” 、“里单”等 ,从“宜世里” 、“宜世单” 、“侍廷里 ” 、“众人社弹”等称呼看 ,当时一里必相应设

有一社一单。

里为行政组织 ,设有里唯(里魁 、里正)、里父老 、里佐 、里治中等职;社为祭祀组织 ,是当时

的“意识形态系统” ,设有社宰等职;单为民政 、社会组织 ,功能最复杂 ,设职也最多 ,出土官印就

有祭酒(祭尊),是为单首 ,“长史” 、“卿” ,均为单副 , “三老”(敬老 、父老)掌教化 , “尉”掌“百众”

(民兵),“平政”掌税役 , “谷史”掌单仓(又有谷左史 、谷右史之分), “司平”掌买卖 , “监” 、“平”

(又有左平 、右平)掌讼 、狱 ,“厨护”(又有左厨护 、右厨护)掌社供 , “集”(又有左集 、右集)掌薪

樵 , “从”掌簿书 ,等等 。

以上诸职皆有出土官印为证。汉之一里为户仅数十 ,而以上三系统设职就不下 20个 。虽

未必每里全设 ,亦足惊人 。以上诸职连同承担情治 、信息职能的亭邮系统 ,上接乡一级诸机构 ,

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控制网络 ,如下表:

　　(1)行政系统

县—乡

有秩

(啬夫)

三老

游徼

乡佐

“乡亭部吏”

—里

里唯(魁 、正)

里父老(三老)

里佐

里治中

(2)情治 、信息系统

县尉 —乡游徼—亭

亭长

亭候

亭佐

求盗

“亭部吏卒”

—邮

(3)意识形态系统

“公社”(乡社)—
“置社”

(里社 、社弹 、书社)
社宰

　　(4)民政 、社会系统

乡 —里单( 、弹)

祭酒(尊)

三老 —左 、右父老

长史

卿

尉—“百众”

平政

谷史 —左史 、右史

司平

监(平)—左平 、右平

厨护 —左厨护 、右厨护

集—左集 、右集

从(治中从事)

①　以下内容详见笔者另文《传统中华帝国的农村基层控制》(待刊),不另注。

　　如此复杂的基层组织 ,即便在今天也难以想像 。可以设想“制度”与实际是有差距的 ,但即

便差距再大 ,也与今人所理想的“伦理自治”不可同日而语。重要的是 ,即便实际设置没有这般

复杂 ,它的性质是清楚的 ,即它是一种国家组织的下延 ,而不是自生自发的草根组织。这由以

下数点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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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是政教合一(里社 、 社合一)、政社合一(里 合一)的一元化体系 ,并具有行政主导

的特点。正如出土的《待廷里 约束石券》所示:当时立 的主持人是里官(里治中),可见在里

—社 —单体制中 ,里是主干 ,而社 、单都是附着在里上的 。而里的本质不是别的 ,正是法家运动

为之奠定基础的专制国家对“编户齐民”的直接(即不经村社 、宗教等中介)管制 ,即所谓“闾里

什伍”之制 。

(2)它的合法性是自上而下的 ,所谓“给事县” ,所谓“里正比庶人之在官”。而“庶人之在

官”即为“吏” , 《汉书·尹赏传》所谓“乡里少吏” , “乡吏 、亭长 、里正 、父老 、伍人”皆属之 。它的择

人标准 ,据史载有“强谨” 、“訾次” 、“德望” 、“年长”等项。所谓“强谨” ,即能办事(强)、承上意

(谨)者即可为吏 ,而不必求民间的道德形象 ,像刘邦这样乡里视为“无赖”的人决谈不上德高望

重 ,却可以当亭长 ,就是典型之例。“訾次”就是论财力 ,以便能应付职役。显然这两项标准都

是从国家而不是从社区考虑的 。至于“德望”与“年长”的确有些“伦理自治”的味道 ,但其权威

也必须由上面来确认的。

(3)它在形式上也摹拟官场。里印 、 印 、社印都按当时所谓“方寸官印之制”刻成 ,而“祭

酒” 、“三老” 、“尉” 、“治中” 、“长史” 、“卿”等称谓也是在上级官场有相应设置的。这样的组织显

然不是“民间结社” ,而是“基层政权” 。

(4)它是一整套非宗族的政治设置 。与秦汉(主要指西汉)时实行的强制分异 、“不许族

居” 、“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的气氛相应 ,里 —社 —单组织都没有什么族缘色彩。迄今所

知的里 、社 、单名多是“吉语”(如宜世 、奉礼 、常乐等)或方位(如亭南 、中治等),从无后世之“李

家庄张家寨”之类族姓称谓。汉以后出现的“村”初亦如此。正如宫崎市定所言 ,“村”即“ ”起

源于屯田 ,它也是按国家安排设置的。而存世《待廷里 约束石券》题名共 25个“父老” ,这是

该里( )的“领导班子” , 25人中至少有 6个姓氏 ,显然并无宗族背景。

这种基层组织靠什么养活 ?汉代乡级组织包括亭在内基本是政府财政支持的 ,其中不少

大约直接取给于当地上交的政府税收。出土的西汉江陵市阳里 、郑里与当利里《算钱(人头税)

录》都有不少把收上的部分“算钱”上交乡里转为“吏奉(俸)”的记录 。至于里级组织则主要是

自筹费用 ,包括征收的“社钱”和《待廷里 约束石券》记载的“ 钱”购置的“容田”收入等 。但

不能说 ,只要不是政府直接开支养活的组织就是“自治”组织 ,关键在于其赖以筹资的权威资源

何来 。由前述可知这一资源也主要来自上面 。这样的组织有多少“自治”色彩是可疑的。

总之 ,秦汉时代我国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控制已相当发达和严密 。汉以后 ,除东汉后期到

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时期帝国根基不稳外 ,一直维持着专制国家对“编户齐民”的控驭。而基层

以上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集权的趋势就更明显。近年来曾有人极言“国家能力”问题 ,他们

断言:我国历代王朝的崩溃 ,都是由于“国家财政 ,尤其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 。这

真不知从何谈起 。实际上除少数例外(如东汉末)外 ,我国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恰恰是在官府尤

其是朝廷的“汲取能力”极度亢进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时亡。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

人力物力滥兴营造的结果 ,隋末 、元末的大乱也有类似背景 。西汉末(新莽)厉行“五均六管”等

“汲取”之政 ,新莽灭亡时 ,全国的黄金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就达 70万斤之巨 ,其数量据说

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① 而明亡之时按黄宗羲的说法 ,则是全国“郡

县之赋 ,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 ,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之九”(《明夷待访录·田制一》)。看看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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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志《赋役志》中有关“存留 、起解”的记载就会明白黄氏所说并非虚语。试问当今天下有

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 当然这只是就法定税赋而言 ,当中央把郡县

的法定收入几乎尽数起解之后 ,地方政府的开发只能多依赖杂派 ,而基层亦复如此 。明税轻 ,

暗税重 ,横征杂派无底洞”这样一种痼疾在我国历史上是古已有之。而基层控制也就成了这种

痼疾的前提。直到痼疾引发社会爆炸 ,基层也就失控了 。

近古宗族之谜

总之 ,与前近代西方相比 ,中华传统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鲜明的“国家(王朝)主义”而不是

“家族主义”特征 。如果说中古欧洲是宗族社会(lineage society)的话 ,古代中国则是个“编户齐

民”社会。在历史上 ,郡县立而宗法“封建”废 ,“三长”兴而“宗主督护”亡 ,这类事情与礼教对大

家族的褒奖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当然在“儒表法里”体制下统治者宣扬宗法礼数并不完全是为

了骗人而自己根本不信。但礼数的真正意义在于反“个人主义”而不在于反“国家主义” 。专制

国家对宗族组织的支持是为了抑制臣民个体权利 ,而不是想扩张“族权” ,更不是支持宗族自

治。朝廷对宗族文化的赞赏是为了压抑臣民的个性 ,而不是真要培养族群的自我认同 。因而

我们切不可对统治者提倡“大家族主义”的言词过于当真。明初 , “浦江郑氏九世同居 ,明太祖

常称之。马皇后从旁甚之曰:以此众叛 ,何事不成 ?上 然 ,因招其家长至 ,将以事诛之”(方孝

标:《钝斋文选》卷六)。这个故事是极有典型意义的。在清代 ,乾隆年间的江西官府曾经有“毁

祠追谱”之举 ,以图压制民间宗族势力。而广东巡抚还提出由朝廷对大族的族产实行强制私有

化 ,以削弱宗族公社的经济力量。乾隆不仅对此表示同意 ,还旨令在全国各地推行 ,对那些“自

恃祠产丰厚”而尾大不掉的强宗巨族进行打击 ,把各该族祠产业清查后分给族人 。(《(光绪)钦

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九 , 《礼部·风教》乾隆帝还在给《四库全书》馆臣的“圣谕”中明确规定:

“民间无用之族谱” ,不得收入《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圣谕》)。

事实上 ,历代统治者不管口头上怎么讲 ,实际对“法 、术 、势”的重视远远超过四维八德 。而

法家传统是极端反宗族的 ,它强调以专制国家本位消除家族本位 ,建立不经任何阻隔而直达于

每个国民个人的君主极权统治 。它主张以皇权(以及完全附属于皇权的吏权)彻底剥夺每个国

民的个人权利 ,并且绝不允许家族 、村社或领主截留这些权利而形成隔在皇权与国民个人之间

的自治社区。换句话说 ,它不仅容不得公民个人权利 ,也容不得小共同体的权利 。儒家的“家

—国 —体”在这种情况下只对于皇帝一家是真实的:它只意味着皇帝“万世一系”的家天下 ,而

不赞成还有别的“世系”存在。某个家长“提三尺剑 ,化家为国”([前蜀]王建:《诫子元膺文》)而

建立起自己的皇权后 ,就决不允许别人起而效尤 ,膨胀“家族”权利。

另一方面 ,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 ,从西晋的乞活直到清代的捻子 ,也都有宗族豪

酋聚族抗官的背景。抗官成功 ,“提三尺剑 ,化家为国”的故事便又一次上演 ,但同时对民间宗

族势力的戒备 ,也成为这些昔日宗族豪酋操心的事。到了近代 ,更出现了受“西化”影响以“家

庭自治”为旗号而反抗传统国家专制的改革派“新潮宗族”活动 。这是以往人们很少注意的 。

如清末以走“英国之路”为标帜的立宪派地方自治运动中就出现了“家族自治”的呼声 。当时重

要的南方立宪派团体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有 38个集体成员为支社 ,其中就包括五个家族自治

研究社(所)。(侯宜杰 ,1993 , 140)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宗族豪酋抗官的窠臼 ,而赋予了小共

同体维护权利的努力以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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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近古 —近代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宗族是其最常见的形态)是

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 ,它可能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由于大共同体本位的制约),也不

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 。但是 ,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外国人 ,中国的从最激进者到最保守者

的各派力量 ,却大都认为中国的宗族是既发达而又“传统”的 。区别只在于他们有的反对 、有的

则维护这种“传统” 。乃至今日 ,人们仍把对宗族伦理 、血缘纽带与家长制的依恋当成“中国传

统”与民族性的基础 ,虽然他们有的骂它是“劣根性”有的赞之为民族魂。

然而中国人真的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恋“宗族”吗 ?现代化即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

为表征的个性化过程对传统共同体纽带的消解在“中国文化”中就不起作用吗? 其实有许多材

料表明 ,即使在传统时代 ,中国人的宗法观念也并不比其他民族的更耐商品经济的“侵蚀” 。明

清时代兴旺的宗族文化中就有不少人惊呼市井的威胁。如明代名宦广东人庞尚鹏在他那部

《庞氏家训》(近古宗族法规类著作中极有名的一部)里写道:庞氏族人应当远离市井繁华的广

州城 ,否则“住省城三年后 ,不知有农桑;十年后 ,不知有宗族 。骄奢游惰 ,习俗移人 ,鲜有能自

拔者 。”这类劝诫表明 ,在“宗族文化复兴”的明清东南地区 ,市场经济对宗法关系的冲击同样明

显 ,以至卷入其中者不久便“不知有宗族” ,而且这不仅是个别现象 ,而是“习俗移人 ,鲜能自

拔” 。看来仅有“儒家文化”并不足以使宗法关系具有抵御市场侵蚀的“免疫力” 。

然而近古以来宗族组织的确有“逆逻辑发展”之势 ,即市场关系发达的东南沿海宗族盛于

江南 ,江南又盛于华北 、内地 ,清盛于明 ,明又盛于宋元等。这是为什么?而近代以来人们都有

中国宗族既发达又“传统”的看法 ,这又是为何 ?

后一个问题现在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时西方已经完成了“从宗族

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演进 ,相形之下 ,“宗族社会”便显得成了中国的专有特征了 。而近代以来

中国的启蒙 、现代化与激进思潮又是在校园救亡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发生 ,人们痛感国势孱弱 、

国家涣散 ,在强国梦中很难产生对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传统”的深刻反思 ,个性解放与个

人权利的近代意识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桎梏即“宗族主义”的束缚而来 ,便成为理所宜然 。从

严复 、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在抨击宗族之弊的同时发展着某种国家主义倾向 ,尽管这种国家主义

所诉求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非传统王朝国家 ,但它毕竟会冲淡对“大共同体本位”之弊的反思 。

在此潮流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反“儒”而不反“法” ,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

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 ,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

主义 ,后来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把这一倾向推到了极端 ———后来在文革中“马克思主

义”者发动的“批儒崇法” 、反孔扬秦(始皇)运动便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

当然 ,所谓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并不是说那时的人们只反族长不反皇帝 ,中国人那时

对皇权专制的批判不亚于对宗族桎梏。然而这种批判的主流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

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 ,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

利)的批判 。似乎只要不是一姓之国而是“人民”之国 ,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 。

皇帝专制是恶而“人民”专制是善的观念就此流行 。

除了爱国救亡取向的影响外 ,中国人接受的西学中存在的“问题错位”也是重要原因 。西

方的近代化启蒙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都是针对他们那小共同体本位的中世纪传统而来 ,而国

家主义在他们那里是一种近现代思潮———正如民族国家在他们那里是近现代现象一样。尤其

是在近代化中实现民族统一的德国及出现过“人民专制”的法国 ,左 、右两种国家主义都很流行

了。偏偏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又是个“国家主义的黄金时代” ,那时输入中国的种种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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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 ,更进一步加剧了只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的倾向。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 ,便造成

了中国传统的批判者与捍卫者都把目光盯着宗族主义的现象 ,造成“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族本位

社会”的误解。

至于近古以来宗族组织在中国的“逆逻辑发展”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首先 ,近古出现的

许多宗族是地方官僚甚至官府出面组织的“官办宗族” ,它本身就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产物而不

是什么“伦理自治体” 。这方面的典型是关中 ,关中与东南沿海相比 ,宋元以来一直是个宗族组

织极不发达的地方 ,聚落多为杂姓 ,族田族产罕闻 ,修谱之风不兴 ,但却有秦政商君之法“闾里

什伍之制”的遗风 ,里甲基层组织甚为发达。近代合阳等地实行“地丁属地 ,差徭属人”之法 ,由

里甲组织负责调派差徭。随着丁 之征日剧 ,农民不胜其扰 ,里甲效率下降 ,这时地方官府便

发动大姓出面 ,实行里甲宗族化以强化“差徭属人”的组织 。当时通过政府行为把一姓之人按

里甲划分宗支 ,或在族姓大分散小聚居的地方调整里甲 ,按姓设甲。这样划分的宗支实际上并

不符合自然血缘谱系与儒家经典的宗法理论 ,地方官也承认此种宗族不伦不类 ,但却符合官方

需要:“属人之中 ,宗法寓焉。故一问某大族之里甲 ,即生长分 、次分 ,与同姓不同宗者之关系 ,

或分甲分里分乡 ,而次序依然不紊 ,亦不可谓毫无优点也”(范清丞:《合阳赋役沿革略》)。

更多的宗族“官办”色彩没有这么鲜明 ,但地方官府和乡绅在宗族组织化中的作用同样很

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以科举制为前提而形成的“乡绅”这一阶层 ,他们被今人称为“地方精英” ,

他们因为张口儒学闭口礼教而被人视为“宗族本位”的代表。实际如前文所提到的 ,科举作为

一种制度本身就是直接否定察举 、士庶 、门阀之制的宗族色彩的 。士子们打破了宗族身份界限

而完全以个人身份接受专制国家的“智力测验” ,由此被网罗入国家机器。他们在外任官时完

全是食君禄理君事的“国家雇员” ,在家乡也由政府(而不是由社区或宗族)的优免政策保障经

济利益与政治权势 ,其“权威资源”完全是自上而下的 ,其主要角色也只能是“国家经纪”而决

非”保护型经纪” 。这一点在明末大乱中表现的至为明显:当时地方上那些守土自保 、既抗拒

“流寇”也抵制官府的“土寨”几乎都不是由乡绅 ,而是由无功名无缙绅身分的平民富户主持的

(秦晖 ,1987)。当然 ,在籍乡绅 ———未入仕的候补官员和致仕返乡的前官员 ———与任职当地的

外籍“朝廷命官”相比 ,能够多考虑一些地方利益与乡土关系 ,但他们与科举制以前的士族 、宗

主 ,与国外的领主 、村社首领相比 ,那点“地方性”就太不足道了。同时 ,“地方利益”也不等于宗

族利益 。由于科举本身是非宗法的 ,科举出身者未必在宗族中居优势地位(如长房 、嫡派等),

由他们组织的宗族虽未必像关中的“里甲化宗族”那样不伦不类 ,也难免有违自然血缘谱系 ,行

政考虑高于“伦理考虑” ,这离血缘小共同体自治就更远了。

因此 ,宋元以来的宗族兴盛未必与地方自治有关 ,更未必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相悖 。勿

宁说 ,由科举出身者(更不用说由当地官府)控制“宗族”之举本身就是“儒表法里”的一种形式 ,

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一种表现。

但明清以来也有另一种情况 ,即因大共同体本位的动摇与小共同体权利的上升而导致的

宗族现象。清代沿海地区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反趋势兴盛的宗族 ,便带有这种色彩。如广东

珠江三角洲盛行沙田农业 ,沙田为冲积滩地经人工围垦而成 ,面积随冲积而增减 ,地界难以划

定 ,经常引起争夺。当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稳定的明前期 ,明地方官府是沙田开发的主导 ,在组

织围垦 、平息纷争中起关键作用 。但明中叶起沙田开发开始向民间主导转化 。清乾隆时发明

石围技术 ,民间投资大增 ,一些有势力的大姓组织族人合股开发 ,使宗族势力膨胀起来 ,逐步排

挤了官府的影响 。清同治后朝廷财政危机 ,在广东出售屯田 ,宗族势力因而控制了整块沙坦 ,

55



规划大围。到光绪时出现了具有浓厚商业因素的围馆与包佃 ,成为筑围的投资方。然而有趣

的是随着官府控制的削弱与民间商业性沙田开发的发展 , “宗族公社”在珠江三角洲膨胀起来 ,

由于沙田多为宗族公产 ,许多县的耕地中族产已占一半以上 ,甚至高达 80%。官府忌于宗族

势力 ,乾隆时一度企图强行推行族产私有化 ,但并无成效。到清末珠江三角洲农村几成宗族的

天下 ,“有时这些组织是建设地方之领导 ,有时则是对抗官府的主要分子。”(黄永豪 , 1987)而清

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

这样的家族(宗族)在微观上或许与传统的宗法共同体并无不同 , ① 而与近代契约性公民

社团绝不相同。但在宏观上它作为大共同体本位的瓦解力量却可能具有新的意义。正如拜占

廷罗马法(或秦汉法家体制)中的家庭关系微观上看十分“现代化” ,但在宏观上它作为大共同

体本位的构成力量却比罗马式大家族距离公民社会更远。近古 —近代中国农村宗族与其他小

共同体的“逆逻辑发展”是否具有这种因素呢 ?若如庞尚鹏所言 ,广东人并非特殊的“宗族迷恋

者”而近代的“家族自治”又确为官府所不喜 ,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责任编辑:罗红光　　

“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与公共意识国际讨论会”将在北京举行

1999年是本世纪最后的一年 ,也是中国社会学恢复 20 年。为了回顾一个世纪来的风雨

历程 ,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对 20年来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的剧烈变迁作出富有交流和对话

意义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 、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社与日

本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拟共同发起在北京主办“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与公共意识”国际讨论

会。我们期望 ,通过与会者的共同切磋今后不懈的努力 ,能够对 21 世纪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繁

荣与稳定 ,为将来世代的健康与幸福 ,为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信任 ,作出贡献。会议

将于 1999年 5月 15日-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会议的宗旨是在国际文

化交流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领域内 ,就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与公共意识及相关的理论 、伦理 、实

践问题 ,进行富有启发民生的对话和探讨 ,并对公与私 、国家与社会 、政府与市场 、人与自然等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再认识。会议将由日本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提供资助 。

(克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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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想见,它们比关中的“里甲化宗族”或许会更接近自然血缘谱系。


